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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論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之思想差異 

──以近代佛教面臨之困境及其改革發展為背景 

 

周軍 

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提要：本文以近代佛教面臨之種種困境及佛教界奮起之改革和發展為背景，從理論詮釋方便

化、信仰生活化、修持契機化、制度合理化等四個方面著重討論分析了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

佛學思想之差異。並進一步指出這兩種思想和而不同、異而相彰的互補性，不但對近代佛教

的復興有著積極的指導性影響，而且對現代佛教的發展亦有著明顯的借鑑性意義。 

關鍵詞：近代佛教  困境  印光大師   太虛大師  差異  互補 

 

近代佛教承清季餘緒，歷經反宗教、反迷信運動及廟產興學等風波而未絕於世，反呈復

興之態，實賴一批能體佛法精髓、觀時代眾生之機的大心緇素為之奔走呼號之力。其中以印

光大師與太虛大師尤為突出，誠如大醒法師所說： 

 

在近二十年中的中國佛教界，能尊稱為第一流高僧的僧侶，首推印光大師與太虛大

師……這個事實，一者可以二老的皈依徒眾之數量斷定，二者可以二老對中國佛教的

實際貢獻證實。[註 1]  

 

太虛大師是著名的佛教革新領袖，他的思想不但為近代佛教注入了生機，更為當代佛教

的復興和發展指明了方向。印光大師雖是一代淨宗祖師，其思想之影響力卻遠遠超出了淨土

宗之外，不但為時人所宗，亦為後人是效是則。因此本文擬對兩位大師之思想進行簡單地比

較研究，希望以此勾勒出近代佛教改革和發展的主要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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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佛教面臨之困境及其改革方向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至隋唐而盛極，宋元明基本為守成，清中葉後逐漸衰落，至清末

而衰甚。種種內憂外患同時並作，將佛教折磨得實在不堪。先是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使江南地

區的佛教喪亡殆盡，接著張之洞為之作俑的廟產興學風潮又進一步將全國佛教推上了絕路。

滿清亡國後，佛教的生存環境不但沒有改善，反而愈加艱難。由於財政空虛，民國政府曾屢

次提議劃撥寺產興辦教育；地方之貪官劣紳更是藉辦學之名，每每侵奪寺產而據為己有，廟

產興學成了困擾近代佛教的主要問題。廟產興學風波雖然一方面反映了清末及民初政府文化

政策上的偏頗和失誤，但同時亦客觀地揭示了佛教在社會文化評價體系中劣勢地位和被動處

境。隨著西方傳入的科學和人文思想日漸成為時代思潮的主流，儒學被片面地定位為封建的

象徵，而佛教更被冠以宗教迷信的罪名，竟成了反宗教、反迷信運動的批判對象，大有人人

得而滅之之勢。在這種形勢下，如何詮釋和宣揚佛教本具的正面文化功能顯然就成了佛教界

急需解決的首要任務。 

若就實踐而言，佛教正面文化功能的現實發揮又受到兩種歷史傳統的制約，即山林佛教

和經懺佛事。山林佛教的形成與封建專制制度下的宗教文化政策有著密切的聯繫，長期的政

策限制不但加劇了山林佛教避世隱修的厭世傾向，也造成了社會及民眾對佛教真精神的誤

解。經懺佛事本是佛教濟冥拔苦、隨俗利生的方便手段，一方面既可通過虔誠誦念而達到福

慧齊修、自他雙利之目的，同時又有隨俗重禮、勸孝護國的社會功能。經懺佛事的興盛發展

從其本位來看，亦是佛教治心化俗功能的一種延伸，是信仰民間化、生活化的重要表現形式。

明朝初葉，政府以法令的形式將出家人分為「禪僧」、「講僧」及「瑜伽僧」三類，亦客觀

地反映出經懺佛事確實具有為社會所承認的正面文化功能。 

有清以降，特別是清中葉以後，隨著佛教內部義學闡揚和修持實踐的衰落，經懺佛事的

正面文化功能也逐漸衰退。相反，其負面效應卻日漸突顯和擴大。一方面，經懺佛事修持濟

冥、利生護國的內涵逐漸為賴佛偷生、謀利圖財的卑俗目的所掩蔽；另一方面，佛教影響社

會、化導世俗的多種有效文化形式也逐漸為經懺所取代。至清末，經懺尤為發達，幾乎成了

佛教的主要象徵。經懺的病態發展，不但導致了僧侶社會地位的急劇下降，而且大大弱化了

佛教的治心化俗功能，使佛教幾乎淪為迷信的鬼神教。針對這一現實，如何恢復並提高自身

的治心化俗功能，使佛教之真精神與現實生活密切聯繫起來，顯然亦成了佛教界急需解決的

主要問題。 

從修持實踐的角度來看，近代佛教亦面臨著明顯的困境。中國佛教的傳統諸宗除禪宗與

淨土外，或絕傳或名存實亡，已失去了對行者修持實踐的現實指導意義。而禪宗中溈仰、法

眼、雲門等宗派亦早已衰絕，唯有臨濟及曹洞傳承不絕如縷。然知識日稀、教理日晦，學人

能明心見性者亦日漸稀少。老死語下、落窠沈寂者固多，而妄談般若、宗教混濫者亦非罕見。

淨土自永明以後，雙修之風遍布寰宇。宗門以之益見穩健善巧，淨土以之益見廣博深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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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末流非恃心謗願，即離心厭穢，實失淨土藉願明心、假淨除貪之本旨。針對這一現實，如

何補偏救弊以振作禪門宗風、革除禪淨混融及厭世畏離等流毒以復興淨土，乃至重整傳統諸

宗、綜合創新以拓展修持門徑，亦成了佛教界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從內部制度層面來看，近代佛教之改革顯得尤為迫切。自唐以後，叢林制度伴隨著禪宗

的迅速傳播，亦逐漸成為中國佛教藉以生存發展的主要制度形式。叢林制度的基礎是以田莊、

寺產等為主的經濟制度，其關鍵是以寺產管理者為代表的住持制度，其核心是以僧伽教育、

修持實踐及化導世俗為中心的弘法制度（近代以前，弘法制度多偏重修持實踐方面，僧伽教

育及化導世俗往往從屬之）。叢林制度的本質要求即是讓管理者合理地運用寺產來為寺院的

弘法利生活動服務。換句話說，叢林必須依據自身的修學弘法宗旨來選拔任用寺產管理者。

為了充分發揮叢林制度的優越性，寺院在原則上一般都採用十方選賢制來選舉寺產管理者。

但在實踐中，由於受僧團內部的鬆散聯繫及寺院的相對獨立性等因素限制，選賢制很難充分

發揮其選賢於十方的制度優越性。另外，寺院內部常住人員的穩定性及集團性亦在很大程度

上限制了選賢制優越性的發揮，其中又以與寺產管理相聯繫的剃派和法派制度尤為突出。建

立在佛教倫理基礎上的剃度制度，原是為了確保出家離俗的宗教自覺性和嚴肅性；建立在宗

派傳承基礎上的法派制度，亦是為了確保特定修學方法的延續性和準確性。剃派與法派雖亦

有與叢林制度相結合的獨特優越性，即較強的同源認同性及內部凝聚力。但二者本具的宗法

性及集團性特徵與叢林選賢弘法的根本宗旨之間確實存在著不可調和的制度矛盾。因此，從

總體上來看，以剃派和法派為代表的寺產子孫制度容易造成內耗及屈賢等消極現象，不利於

佛教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但清中葉以來，寺產子孫制度恰恰得到了空前的發展，而濫度、濫傳現象又加劇了其發

展的力度。隨著子孫制的日益蔓延，經濟收入的擴充及寺產所有權和管理權的爭奪亦逐漸成

為寺院生活的中心，而叢林原先教育、修學及弘法的核心目的則日漸隱沒，其強大的教學及

弘法功能也不斷衰退。針對這一現實，如何革除寺產子孫制度之弊端，恢復並發展叢林制度

的優越性，強化叢林教學及弘法的正面功能，亦成了近代佛教改革和發展的根本問題。 

二、思想之差異 

外部的壓迫、時代的變革及自身的種種弊端雖是近代佛教衰敗的主要原因，然亦正是印

光大師與太虛大師等有識之士復興和改革佛教的主要契機。縱觀印光與太虛的一生，其思想

論述、教務活動乃至各種社會活動皆不離減輕外部壓力、適應新時代和改革內部弊端等方面。

兩位大師護教弘法的根本目的可以說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解決問題的具體思路上，二者之間

卻又存在著一定的差異。本文擬就以下幾個方面進行具體分析，以期揭示出其思想差異之處。 

(一)如何方便詮釋佛教義理以宣揚其正面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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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為滿足人類精神追求的一種信仰文化，與其他信仰形式一樣，必須通過適時的理

論詮釋來闡發自身的文化特質及正面文化功能，以便獲得非信仰者的文化認可，並加強信仰

者的理論自覺，從而在不斷變遷的社會文化系統中確立自己的應有地位。佛教自東漢傳入中

國，歷經數百年的理論詮釋和文化磨合，方在漢文化圈內確立了自己與儒、道互補並存的鼎

立地位。時至近代，伴隨著封建政權的衰落、瓦解和列強的入侵，以儒學為主體的漢文化不

得不與西方文化發生碰撞和進行交流。然而在一開始的接觸中，以倫理和內省為特質的漢文

化就受到了以物質和制度文明為重心的西方文化的猛烈攻擊及大力打壓。在巨大的生存壓力

和強烈的救亡氣氛籠罩下，這場文化交鋒終以漢文化的全面退敗而收局。與王權交涉較多的

儒學被稱作封建的象徵，而佛、道則成了封建和迷信的有機結合。但實際上漢文化也並未因

一次的失利而徹底衰絕，其內在的張力即文化的內在價值和優越性必然要求其自身進行重新

的文化詮釋和大力的文化融和，並要求異質文化進行深入的瞭解和交流。 

僅就佛教來看，在這場空前的文化交流和融和運動中，它首先必須選擇精當有效的理論

詮釋切入點。一方面，既要突顯佛教提昇人類精神境界、促進人類倫理自覺和增進社會融和

的正面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適應近代人重經驗、重邏輯的理論思惟特徵。在近代佛教

的理論詮釋和傳播活動中，印光大師和太虛大師顯然佔據著主導者的地位。他們既把握了文

化詮釋的關鍵所在，又各有所偏向和側重，隱然形成了同向互補的近代佛教弘揚格局。 

清末民初，佛教典籍的整理出版及義理的詮釋研究皆有蔚然復興之態。義理的詮釋和研

究不但向社會宣傳了佛教思想，擴大了佛教的影響力，而且還有為改革振興佛教確立理論依

據的意義。但義理研究中又有一些消極因素，即各家對大乘法的理解不盡相同，從而導致互

相爭議乃至非難。為了展現大乘真義、融和諸家，一九二二年，太虛大師針對歐陽竟無的《唯

識抉擇談》而作《佛法總抉擇談》，依據三性學說融通大乘各家思想。認為不但唯識說三性，

其實「不共之大乘佛法，則皆圓說三性而無不周盡者也。但其施設言教，所依託、所宗尚之

點，則不無偏勝於三性之一者，析之即成三類：一者，偏依託遍計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

破無立，以遣蕩一切遍計執盡，即得證圓成實而了依他起故……二者，偏依託依他起自性而

施設言教者，有破有立，以若能將一切依他起法如實明了者，則遍計執自遣而圓成實自證

故……三者，偏依託圓成實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立無破，以開示果地證得之圓成實令起信，

策發因地信及之圓成實使求證，則遍計執自然遠離而依他起自然了達故」。後來，他又以法

性空慧宗、法相唯識宗及法界圓覺宗來概括這三種各有所傾向和側重的佛教義理詮釋系統。

名稱與三性雖不同，但其平等抉擇、善巧分宗的根本思路仍是一致的。在太虛大師看來，三

宗都是對佛教大乘義理的真實詮解，唯有應機善巧之差別。其中，法相唯識宗由於重視運用

邏輯思惟方式來闡明一切現象發生之原理，且最終仍要打破語言及邏輯之束縛而顯示一切法

緣起性空之本質，因此特別適合近代人重現象考察及其原理探索之科學精神，而又能破除其

對現象及理論思惟的過度迷執，實屬最契機的詮釋系統。基於這一認識，太虛大師對法相唯

識學的闡揚著力故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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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唯識學雖有順應時代思潮之優勢，但因名相繁多、文義艱深，一般人很難入其堂奧。

因此，太虛大師主張要用近代人所熟知的語言文字及相關知識來詮解唯識思想。在〈新的唯

識論〉一文中，他明確指出： 

 

而扞格者尤在乎名句文義之時代遷化、今昔差異，故非用現代人心中所流行之活文學，

以為表顯唯識學真精神之新工具，則雖有唯識論可供思想學術界之需求，令得絕處逢

生、再造文明。然不能應化於現代之思想學術潮流，而使其真精神之活現乎人間世，

則猶未足為適應現代思潮之新的唯識論也。 

 

由此可見，順應時代思潮利用時代文化來開顯唯識本義確實是弘揚唯識的關鍵所在。在

太虛大師的唯識學著述中，《法相唯識學概論》可以說是此種詮解精神的最佳體現。一方面，

論文仍以契理為詮解的根本原則；另一方面，又特別強調契機弘法，注重義理詮釋的現實化

和現代化。論文從法相唯識學之略釋、法相唯識學之由起、法相唯識學之成立、法相唯識學

之利益等四個方面簡潔系統地闡述了唯識學之所以產生的社會需求、唯識學的基本含義和主

要內容及唯識學的現實利益，使讀者能深刻體會到唯識學是與現實發生密切聯繫的一種學

術。在闡述唯識學的主要內容時，太虛大師儘量避免繁瑣的名相詮釋及複雜的邏輯推演，而

是以虛實、象質、自共、自他、總別、心境、種現、存滅、同異、生死、空有、真幻、凡聖、

修證等十四個範疇對唯識理論進行了全面精要地闡述，確實令人耳目一新、豁然開朗。在討

論唯識學之由起時，太虛大師通過探討神話、哲學及科學的理論可靠性，明顯地反襯出唯識

學即是人類追求真、善的真實依據。在討論唯識學之成立時，亦運用了這種比較研究的方法。

論文首先分析了主觀唯心論、客觀唯心論、意志唯心論、經驗唯心論、直覺唯心論及存疑唯

心論等哲學理論不能成立的原由，接著又闡述了唯識學的主要內容，通過對比令唯識理論極

成之根據一目了然，實得適時著述及應機化導之善巧。此外，太虛大師還有一些與近代科學、

哲學及心理學密切相關的專題作品，如《唯物科學與唯識宗學》、《新物理學與唯識論》、

《宗用論》及《文化人與阿賴耶識》等。 

至此不難看出，在義理詮釋方面，太虛大師既立足於佛教本位，堅持自己融會貫通、八

宗平等的佛學研究宗旨，同時又從適時弘法的角度出發，針對近代人重經驗和邏輯的理性化

時代特徵，特別重視弘揚突出現象性、邏輯性、思辨性及論戰性等特徵的法相唯識學，並儘

量以時代語言和時代文化來詮顯唯識真義。在太虛大師的遺著中，有關唯識學的作品就有五

十多種。他對唯識的詮解不但推動了近代唯識學的復興，更推動了佛教義理在社會中的廣泛

傳播。[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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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虛大師側重詮釋法相唯識學以宣揚佛教義理的弘法特徵不同，印光大師主要是通過

闡發善惡報應、六道輪迴、了生脫死等因果事實來宣揚佛教內在的正面文化功能，並以此而

啟人信、發人行。在印光大師看來，「世出世間之理，不外心性二字；世出世之事，不外因

果二字。心性之理微，雖聖人猶有所不知；因果之事顯，縱愚夫亦可以略曉」[註 3]。心性之

理與因果之事互為表裡，理可統事，事亦可顯理，「因果心性離之則兩傷，合之則雙美。故

夢東云：『善談心性者，必不棄離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此理勢所必

然也。」[註 4]然理微難明，事著易曉。若論究理，上根雖可依之而固信切願求證，中下則易

迷惘失措甚或執理廢事；若闡因果，非但上根可藉事明理、精進無懈，中下亦可假緣自警、

力除過惡，且最終亦必能悟明心性之理，以事有挾理之功而理無獨立之能，故曰： 

 

人雖至愚，決無好兇惡吉，幸災樂禍者。聞積善必有餘慶，積不善必有餘殃，賢者必

益加勤修，不肖者亦必勉力為善。勉為既久，則業消而智朗，過無而德明。昔為不肖，

今為大賢。[註 5] 

 

由此可知，提倡因果事實確能闡發佛教業由心造亦由心轉之根本義，且亦最易激勸人們

除惡修善。極之，則可悟證本具佛性，上求下化；次之，則可了生脫死，超越輪迴；再次之，

亦可明德親民，由格致誠正之功夫而行修齊治平之事業，故曰： 

 

因果者，聖人治天下、佛度眾生之大權也。約佛法論，從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諸法

皆不出因果之外；約世法論，何獨不然？[註 6] 

 

相反，若不肯提倡因果甚或撥無因果，則非但佛法失據，即世善亦無根基，以「既無因

果，無有後世，則堯桀同歸於盡，誰肯孜孜修持以求身後之虛名乎？以實我已無，虛名何用？

由茲善無以勸，惡無以懲」 [註 7]。鑑於因果明理及教化的特殊功效，印光大師遂發心盡力闡

揚六道輪迴、善惡報應乃至了脫悟證等種種事實，以期充分發揮佛教治心化俗的正面文化功

能。既可為學人培植出世善根，亦可促進倫理自覺精神並淨化社會風氣。 

早在光緒末年宣統初年，印光大師就與高鶴年居士論及宣揚因果於時人之重要性，常言

及《了凡四訓》、《安士全書》等因果書籍，並呼籲注意提倡淨宗及因果報應。一九○八年，

四川李天桂居士朝禮普陀，印光大師即勸其流通《安士全書》，讚為善世第一奇書。李亦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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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允諾，但後因故事竟未成。一九一八年，陝西劉芹浦居士避難上海，訪印光大師於普陀。

大師又勸劉氏發心刊版，得其慨助，並祈代任刊事。同年七月，印光大師親自下山至揚州刻

經院刻印《安士全書》。一九一九年刻成出書，此乃大師因果教化之開始。此後，或序或編

或著、或助他或自印，因果之化遂遍人寰。其顯而著者除《安士全書》外，還有《了凡四訓》、

《感應篇直講》、《放生殺生現報錄‧戒殺放生各文合編》、《紀文達筆記摘要》、《歷史

感應統紀》、《壽康寶鑒》、《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四大山志、《淨土聖賢錄》、《嘉

言錄》及《印光法師文鈔》等。這些因果書籍或一印或數印，少則近萬冊，多則數十萬冊。

不但起到了很好的教理宣傳和宗教教化作用，而且還產生了積極巨大的社會影響力，為佛教

的復興及社會風氣的改良做出了切實的貢獻。 

(二)如何使信仰落實於現實生活中 

傳統佛教發展至清末民初，由於受山林派厭世避居及經懺流入世媚俗的消極影響，已與

現實生活發生嚴重脫節。一方面，學人缺乏切實入手的最初方便；另一方面，社會亦缺乏正

確瞭解佛教的現實途徑。面對這種情況，佛教界的代表如印光與太虛等都極力在尋找引導佛

教切入現實生活的最佳途徑。太虛大師提出了獻身利群、服務社會的人生佛教宗旨，印光大

師則主張要敦篤倫常、即俗修真。二者的現實側重點及教化對象雖稍有差異，但其根本方向

仍是一致的。 

我們知道，大乘佛法的核心是由行六度四攝而趨於自覺覺他、覺行圓滿的終極佛果。自

覺覺他是大乘的根本方向，六度四攝則是大乘的主要方法。相較而言，六度偏重於自覺，而

四攝則偏重於覺他。然而無論是六度還是四攝，最終都必須落實到人的現實生活中，與人的

現實生活方式相契合，否則自覺覺他就是一句空話。歷史上，佛教無論是在印度還是在中國，

都有與現實生活相契合的優良傳統，也因此而推動了它在兩種文化圈中的興盛和發展。當然，

佛教在兩種文化圈內的衰敗和沒落亦正是由於失去了與現實生活相契合的根基。傳統佛教在

中國雖順利地實現了與固有文化特別是儒學的融通，成功地適應了尊倫理、重現實的漢地農

業生活方式，但同時亦受到了封建專制集權制度的極大限制，並最終導致了與現實生活日漸

遠離的山林化與經懺化特徵。降至清末民初，伴隨著封建王權的瓦解和傳統農業社會的轉型，

佛教既面臨著進一步脫離現實而滅亡的危險，亦有著改革弊端結合現實全面復興的新契機。 

立足於危險與生機並存的現實環境，經過仔細的抉擇，太虛大師提出了人生佛教的改革

口號。一九一五年，太虛大師閉關於普陀山時，有《整理僧伽制度論》之作，主張僧眾之培

養應「以佛法之修習為中心而旁及近代思想，以備弘揚佛法、覺世救人」[註 8]。同時，又作

《人乘正法論》，「以為在家信眾（正信會）之道德軌範。使五戒十善之佛化，得以深入民

間，而達改良社會、政治、風化之益」[註 9]。一九二八年，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略史〉一

文中，太虛大師進一步明確地提出了建設人生佛教的宗旨，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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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依三民主義文化，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制；丙、

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人生的信眾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註 10] 

 

這樣一來，以人生現實為本位、以五戒十善為內容、以大乘為趨向、以僧伽為根本、以

化俗為方便的人生佛教就成了太虛大師改進和發展傳統佛教的根本方向。 

同年，太虛大師在上海儉德儲蓄會講演〈人生的佛學的說明〉，對人生佛教的理論依據

進行了深入詮解。認為： 

 

佛法雖普為一切有情類，而以適應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類」為中心而施設契時機

之佛學。佛法雖無間生死存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當以「求人類生存

發達」為中心而施設契時機之佛學……佛法雖亦容無我的個人解脫之小乘佛學，今以

適應現代人生組織的群眾化故，當以大悲大智為群眾而起義之大乘法為中心而施設契

時機之佛學……大乘佛法雖為令一切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圓滿法，然大乘法有圓漸、

圓頓之別，今以適應重徵驗、重秩序、重證據之現代科學化故，當以圓漸的大乘法為

中心而施設契時機之佛學。 

 

顯然，人生佛教的提出，一方面雖是為了糾正山林佛教過度強調出離及經懺佛教只重超

生薦亡的偏頗，但另一方面更主要是為了積極適應時代，以便建立與現實生活發生密切聯繫

的新佛教。針對現代人希求發達的物質生活、依賴群眾化的社會組織及注重科學思惟等時代

特徵，太虛大師確立了在現實的物質化、組織化及知識化的社會生活中實踐大乘六度四攝修

學方針的人生佛教宗旨，獻身利群和服務社會是其主要特徵。一九四七年，太虛大師在寧波

延慶寺講〈菩薩學處講要〉，指出修菩薩道者「各就其各階層之本位，如服務於文化、教育、

慈善、政治、軍人、學者、商業、工人、農民中，都可依佛法之精神為群眾之表率」，特別

強調於組織化和社會化的群體本位中實踐六度四攝之精神。在〈從巴利語系佛教說到今菩薩

行〉中，又具體指出： 

 

出家眾可參加文化界、教育、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眾則政治界、軍事界、實業界、金

融界、勞動界……都去參加，使國家社會民眾都得佛教徒之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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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在太虛大師看來，對現代人日益重要的群體倫理生活確實為佛教提供了重新切入

現實的廣闊空間。 

與太虛大師相較而言，印光大師更側重從以家庭為中心、以內省為途徑的個體倫理生活

層面來引導佛教切入現實社會，「敦倫盡分，閑邪存誠，諸惡莫作，眾善奉行」是其根本宗

旨。隨著農業社會的轉型，家庭在現代人生活中，雖不像以前那樣佔絕對主導之地位，但仍

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若就清末民初的社會現實來說，家庭仍是一般人的唯一生活中心。因

此，自然也就成了佛教切入現實的最主要途徑之一。印光大師認為： 

 

佛法雖為出世間法，實在世間法中做出。 

 

又說： 

 

學佛一事，原須克盡人道，方可趣向。……良以佛教，該世出世間一切諸法。故於父

言慈，於子言孝，各令盡其人道之分，然後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萬丈高樓，必先堅

築地基，開通水道，則萬丈高樓方可增修，且可永久不壞。若或地基不堅，必至未成

而壞。[註 11] 

 

在他看來，學佛的最初方便就是要培養學人克己為人的倫理自覺精神，而家庭又正是培

養這種倫理自覺的最佳場所。只有在克盡人道的倫理自覺之基礎上，才可能進一步修持實踐

佛法。若於家人都缺乏克己的自覺精神，就根本不可能培養出自覺覺他的大乘精神，故云： 

 

念佛之人必須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不殺，修十善業。又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主仁僕忠，恪盡己分，不計他對我盡分與否，我總要盡我之分。能於家庭及與社會盡

誼盡分，是名善人。善人念佛求生西方，決定臨終即得往生……若雖常念佛，心不依

道。或於父母、兄弟、妻室、兒女、朋友、鄉黨不能盡分，則心與佛背，便難往生。

[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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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敦篤倫常確實是世人學佛的根基所在。只有在此基礎上，才可能進一步廣行

世出世間一切善法，亦即所謂諸惡莫作、眾善奉行是也。「此兩句，包羅一切戒法，了無有

遺……此兩句，泛泛然視之，似無奇特。若在舉心動念處檢點，則能全守無犯，其人已深入

於聖賢之域矣」[註 13]。顯然，無論是敦倫盡分還是眾善奉行，其關鍵皆是在起心動念上做工

夫，亦即是所謂閑邪存誠。在印光大師看來，這種誠敬的內省原則也正是戒律的精神所在，

認為「律不獨指粗迹而已，若不主敬存誠，即為犯律」。相反，學佛之人若能以誠敬之態度

來敦篤倫常乃至廣行諸善，則世出世法就打成了一片，故云：「念佛之人，舉心動念，常與

佛合，則律教禪淨，一道齊行矣。」[註 14]這樣一來，以家庭為中心的倫理實踐就成了引導佛

教切入現實生活的重要途徑。 

(三)如何選擇契機之修持方法 

佛教修學的根本目的是令自他了脫生死妄苦、悟證本具真樂。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除了

以大乘菩提心力行世善之外，還必須有修持的方便手段。面對傳統諸宗或衰或亡、禪宗與淨

土趨於末流的現實困境，如何契機弘法，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的抉擇思路也不盡相同。太虛

大師主張八宗並弘、不分軒輊，後來又主張在八宗基礎上，融攝中外大小諸乘創設符合時代

需求且不背大乘旨趣的新方法；印光大師則主張諸宗分界、淨土為歸。 

早在一九一五年，太虛大師於普陀山閉關作《整理僧伽制度論》時，就依據中國佛教傳

統的禪、講、律、淨、教五門分法，提出了八宗平等的觀念。認為大乘是佛法的根本宗旨，

是小乘的歸宿；小乘是大乘的階梯和方便，因此小乘可附屬於大乘。依據中國佛教，大乘又

可概括為天台、賢首、三論、唯識、禪、律、淨、密八宗。與傳統判教不同，太虛大師認為

八宗的根本原理與究竟目的皆同無異，只是在觀行上稍有不同。因此只能說各有其殊勝之處，

不可以優劣高下相較。一九二二年，又作《佛法總抉擇談》，依三性統攝大乘諸宗，從大乘

所依據的教理上論證了諸宗的平等。一九二三年，作《大乘宗地圖》，於一九三一年最後定

稿為《大乘宗地圖釋》，較詳細地論述了八宗「境」與「果」的平等及「行」的差別與殊勝，

由此而證成了他八宗並弘的方針。但這僅是立足於中國傳統佛教而作的融會抉擇，而此時太

虛大師的目光實際已超出了八宗的範圍，意欲作進一步廣泛深入的抉擇，故云：「今後之佛

學，應趣於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證與發揚。」 

一九四○年，大師作〈我怎樣判攝一切佛法〉，以三期三系觀察佛法於時空之流傳；以

三級統攝一切諸乘；以三宗融通大乘；以三依三趣尋大乘弘揚之特點，為人生佛教張本。認

為在現時代「依聲聞行果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依天乘行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不惟

不是方便而反成為障礙了。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行。而所依的，既非初

期的聲聞行果，亦非二期的天乘行果；而確定是在人乘行果，以實行我所說的人生佛教的原

理」[註 15]。但人生佛教的內涵並非僅是做一個世間善人而已，正如同大師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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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從完成普通人格中更發大菩提心，實行六度四攝普利有情的菩薩行，不斷的發展

向上，以至於成佛乃為圓滿的人格。[註 16] 

 

因此，是否具備契合時代之機且能不斷提昇人格趨向圓滿的方便法門，就成了能否推廣

人生佛教的關鍵。對此問題，太虛大師主張博究融會古今中外大小諸乘，以此為基礎而綜攝

重建新時代的中國佛教，但並「不是依任何一古代宗義或一異地教派而來改建，而是探本於

佛的行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無盡的一切佛法」[註 17]。實質就是要秉承中國傳統佛教

本佛、重經、博約、重行的創建風格。綜攝諸宗創建新方法雖是太虛大師的根本理想，但由

於難度較大，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結果。因此，弘揚傳統諸宗特別是主流之禪、淨仍是他的

現實宗旨。 

印光大師一生雖專弘淨土，然於淨土外之諸宗亦多密護，且其弘護皆以法門分界為宗旨，

力改禪與教、禪與淨濫融之頹勢。一九一四年，高鶴年居士將大師所作四篇論文發表於上海

《佛學叢報》。其中的〈宗教不宜混濫論〉將禪教濫融之弊一一揭出，令人於禪教本旨頓開

眼目，於禪於教實為有力之護持。論曰： 

 

在學者不下真實疑情，個個認為實法。或有於今人舉處，古人錄中，以己意卜度出一

番道理，總不出按文釋義之外，便自謂徹悟向上，參學事畢。即處知識位，開導後學。

守一門庭，恐人謂非通家。因茲禪講並宏，欲稱宗說兼通。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

竟作釋義訓文之言。講教則如來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義之說。以教破宗，以宗

破教。盲引眾盲，相牽入火。 

 

為對治時弊，印光法師主張應分清禪教界限。認為： 

 

教則以文顯義，依義修觀，觀成證理，令人由解了而入……宗則離文顯意，得意明心，

明心起行，令人由參究而得……又經教所說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事理行相，歷歷分

明。若能修因，自然證果。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則不涉因果修

證凡聖生佛之理，豈待外求？宗門所說，總歸本分，不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此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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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若得此意（此名字及觀行初心也），定然依此不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理，而

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觀行至究竟也）。 

 

既明瞭宗教之異同，則欲報佛恩利有情者應「在宗專闡宗風，尚須教印；在教則力修觀

行，無濫宗言」。唯至事理兩得時，方可言宗教不二；否則，於宗於教、於人於己皆無利益

可言。 

禪教如是，禪淨亦如是。宋以來，禪淨漸成合流之趨勢，雖在一定程度上推動了佛教的

發展，但其流弊亦加劇了清末佛教的衰退，並阻礙了近代佛教的復興。針對禪淨合流中出現

的以禪輕淨乃至以禪破淨的現象，印光大師亦主張以分清禪淨界限除弊，並依永明禪淨料簡

偈，區分「有禪者，即參究力極，念寂情亡，徹見父母未生前本來面目，明心見性也。有淨

土者，即真實發菩提心，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註 18]。將禪宗參究之修因、見

性之得果與淨土信願持名之修因、往生西方之得果一一比較對照，使禪淨之宗旨各自分明、

不相混濫。 

為了突出淨土的自身特色，印光大師又進一步闡述了通途法門重依自力及淨土重依彌陀

願力的區別。認為： 

 

無論大、小、權、實一切法門，均須以戒、定、慧，斷貪、瞋、癡，令其淨盡無餘，

方可了生脫死……若以真信、切願、念佛、求生西方，則無論功夫淺深、功德大小，

皆可仗佛慈力往生西方……然一生西方，則生死已了，煩惱不生，已與在此地久用功

夫，斷煩惱淨盡了生死者相同。[註 19] 

 

通途法門重依自力了生死，必須斷盡見思煩惱方算成功；而淨土則賴佛願力加持，只要

自身信願具足，臨終念念相續即可永脫輪迴。而末法眾生又「福薄慧淺，障厚業深，不修此

法，欲仗自力斷惑證真，以了生死，則萬難萬難」！[註 20] 

因此，專弘淨土既體現了印光大師度生出苦之悲願，亦體現了他以導歸淨土而維護諸宗

之密意，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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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律教禪密諸宗之歸宿，作人天凡聖證真之捷徑者，無如信願念佛求生西方一法也。

[註 21] 

 

(四)如何改革僧制 

叢林制度的僵化和腐化是清末佛教衰敗的一個主要因素，所以也就自然成了近代佛教的

改革對象，其中，經濟、教育及修持等制度是改革的重心所在。對於清末叢林制度的種種弊

端，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皆有深刻的認識和改良的企望，但二者的現實態度和具體主張又存

在著明顯的差異。 

清末叢林在經濟來源、寺產所有及管理等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不足。一九一三年，

太虛大師在寄禪和尚的追悼會上提出了教產、教制及教理革命的口號，主張對化公為私的寺

產子孫制度進行改革。同年，於寧波延慶寺發起組織「佛教弘誓會」，規定寺產為弘誓會公

有。一九一五年，作《整理僧伽制度論》，明確提出了集產制的觀點，以後的〈僧制今論〉、

〈建僧大綱〉乃至〈菩薩學處〉皆秉承了這一思想。在經濟上，傳統佛教原來主要是依靠地

租、募捐及香火等收入來維持自養，隨著經懺的盛行，寺院對懺資的依賴性也越來越大。在

《整理僧伽制度論》中，太虛大師一方面立足於民俗需求的現實性及經懺自身的正面功能，

主張設立法苑以期加強對經懺法事的規範管理，另一方面又提出了全國性佛教團體設立工廠

和銀行的設想。雖然這些設想的實踐性較弱，但對佛教經濟自養的規範化和現代化仍有著一

定的借鑑意義。一九二○年，大師「發表《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次撰《唐代禪宗與社會

思潮》，極力發揚禪者之風格，誘導僧眾以趨向：『務人工以安色身，則貴簡樸；修佛學以

嚴法身，則貴真至。』」[註 22]，強調僧眾應從事工作以自力更生。一九二七年，作〈僧制今

論〉，針對時代重生計之趨勢，主張僧眾中可有專門從事資生事業之服勞眾。一九三○年，

作〈建僧大綱〉，由於吸取基督教之建制，不再強調僧眾服務勞動、自力更生的宗旨。一九

四○年，作〈我的佛教改進運動略史〉，提出了菩薩學處的設想。一九四七年，講〈菩薩學

處講要〉，仍秉承〈建僧大綱〉的思路，不再強調資生自立的重要性，其重心皆在僧教育及

菩薩行之修學。 

清末佛教，一方面由濫度而導致了僧眾整體素質的急劇下降，另一方面叢林本身教育功

能的衰退和落後又遠遠不能滿足藉教育僧的現實需求。對由濫度而造成的僧眾素質下降現

象，太虛大師一方面主張通過沙汰的方法來加以改善，同時又極力提倡要加強僧眾教育。在

他看來，僧教育不但是遏制僧眾素質下降的主要手段，亦是深入修學的重要條件。太虛大師

關於僧教育的思想，可溯源於楊仁山居士，他本人曾就讀於楊氏創建的祇洹精舍。在作《整

理僧伽制度論》時，他的僧教育思想似乎還未成熟。自武昌佛學院創辦以後，這方面的思想

逐步完善。至作〈僧制今論〉時，已明確將學行列為出家四眾之一（即長老、學行、服務、

尼，與傳統說法不一致）。〈建僧大綱〉中，更進一步將出家眾畫分為學僧、職僧、德僧，



《普門學報》第 22 期 / 2004 年 7 月                                               第 14 頁，共 19 頁 

論文 / 試論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之思想差異──以近代佛教面臨之困境及其改革發展為背景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確立了僧教育作為革新和發展佛教的基礎地位。〈菩薩學處〉雖以菩薩行涵蓋了一切，但其

中的沙彌與比丘學處就相當以前所講的僧教育內容，仍起著基礎作用。太虛大師的僧教育思

想，可歸納為：以律儀為根本，以學理為發明，以觀行為方便，以菩薩行為歸宿，其中的律

儀之根本及菩薩行之歸宿亦正是他建立修學制度的指導思想。太虛大師雖未將主要精力放在

修學制度的實踐上，但從其思想的重心、育僧的方向及晚年的定論來看，建立契理契機的修

學制度的為終其一生之目標。與傳統的修學制度相較而言，太虛大師提倡的菩薩行突破了過

去以定慧為中心的範圍，結合時代環境，強調了服務人群、利益社會的重要性。 

太虛大師在僧制改革方面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力圖建立和完善全國性的統一佛教

組織。滿清亡國後，僧官制度被廢除。佛教在形式上雖獲得了自由發展的權利，但日益嚴峻

的外部壓力及組織化的時代趨勢客觀上又要求建立一個統一的全國組織。這個組織一方面對

外可保護佛教的正當權益並促進佛教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對內可發揮排解矛盾，充

分利用有限資源發展自身的教育、修學及弘法等事業。一九一二年，太虛大師應寄禪和尚之

召，至上海參加中華佛教總會。一九一三年，大師於寄禪和尚追悼會上提出了三大革命的口

號，主張應充分發揮中華佛教總會改革發展佛教的積極作用，不應僅局限於保護寺產之消極

目的。同年，於寧波發起組織「佛教弘誓會」，以期建立適時有效的佛教「特別團體」。一

九一五年，作《整理僧伽制度論》，根本宗旨即是依據理想的系統組織積極發展佛教的修學、

弘法及慈善事業。此後之〈僧制今論〉及〈建僧大綱〉仍皆以全國為著眼點，但其重心卻日

漸向僧教育和菩薩行之修學傾斜。最後之〈菩薩學處〉則完全放棄了統一組織的立足點，僅

以具體之道場為建僧的寄託處。這種思想的發展歷程雖反映了太虛大師建僧實踐向菩薩行修

學的傾斜和轉變，但同時也客觀地反映出建立和發展全國性組織的巨大困難。太虛大師本人

雖積極參加甚至領導了一九二九年重建後的中國佛教會，但其實際運作效果卻遠遠不能令他

滿意，內部的傾軋、廟產的危機及政府的壓制使其早先的理想和滿腔的熱情幾乎化為烏有。 

與太虛大師相較，印光大師似乎不太重視制度的革新，但於正本清源的工作卻尤為注意。

對於寺產子孫制於清末叢林及近代佛教的侵蝕，印光大師有著清醒且獨到的認識。他認為，

十方叢林衰敗的根本原因並不是直接孕育子孫制的法派和剃派傳承制度，而是藉此制度結黨

營私之人。換句話說，僧眾素質的下降才是子孫制蔓延、叢林修學精神沒落的關鍵所在，而

僧眾素質的急劇下降又與清初試僧度牒制度的廢除有著緊密的聯繫。清朝以前，出家一般皆

須經過考試由國家發給度牒，否則即為犯法。表面上，度牒制度似乎限制了佛教的自由發展，

實際上卻起到了加強宗教教育、防止輕率出家、任意剃度的積極作用，無形中提高了僧眾的

宗教理論和宗教情感素質。至清初，世祖順治皇帝因尊崇佛教，欲仿傚早期佛教自由出家制

度，遂令廢除試僧度牒。在印光大師看來，這一政策直接導致了清末佛教的衰落，認為‥ 

 

今之佛法一敗塗地者，以清世祖不觀時機，仰尊佛制，革前朝之試僧，永免度牒，令

其隨意出家，為之作俑也。夫隨意出家，於上士則有大益，於下士則有大損。倘世皆



《普門學報》第 22 期 / 2004 年 7 月                                               第 15 頁，共 19 頁 

論文 / 試論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之思想差異──以近代佛教面臨之困境及其改革發展為背景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上士，則此法固於法道有益。而上士如麟角，下士如牛毛，益暫得於當時（清初至乾

隆年間，善知識如林，故有益），獲廣覃於後世。至今污濫已極，縱有知識欲一整頓，

無從措手，可不哀哉？[註 23] 

 

由於失去了國家制度的有力管限，輕率出家、任意剃度等現象日益嚴重，僧眾整體素質

急劇下降。隨著宗教素質的下降，叢林的修學、弘法及利群等正向目標逐步被淡化，而結黨

營私、爭名奪勢、貪圖安逸及藉佛謀生等消極現象卻日漸增加，最終必然導致寺產子孫制的

產生和蔓延。這樣一來，濫度、子孫制與僧眾素質下降之間竟形成了惡性循環。至清末民初，

已是積重難返了，再加上社會動亂、政教分離等因素的影響，佛教界的精英和領袖雖欲作強

力有效的改革和整頓，其難度亦是可想而知的。 

有鑑於此，印光大師主張，現實之計應首重剃度出家的揀擇。在他看來，若能嚴格揀擇

剃度出家，僧眾整體素質自然會大幅度提昇，而十方叢林的恢復亦自然易於實現。為了矯正

時弊，印光大師出家後，即發願終生不收徒眾、不做住持，期以身作則而挽頹風。 

印光大師雖發願一生不做住持，但蘇州靈巖山寺卻是在他指導下復興的，靈巖山寺實際

上亦以他作為自己的精神領袖，著名的靈巖共住規約就是由印光大師與真達和尚共同擬定

的。規約的內容很多，而印光大師與真達和尚共同擬定的核心內容只有五條： 

1.住持不論台、賢、濟、洞，但以戒行精嚴、深信淨土法門為准。只傳賢不傳法，以杜

法眷私屬之弊。 

2.住持論次數，不論代數，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後之嫌。 

3.不傳戒，不講經，以免招搖擾亂正念之嫌。堂中雖日日常講，但不升座及招外方來聽

耳。 

4.專一念佛，除打佛七外，概不應酬一切佛事。 

5.無論何人，不得在寺收剃徒弟。 

五條有一條違者，立即出院。[註 24] 

這五條的內容又可簡略地概括為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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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力革子孫制於叢林制度的侵蝕； 

2.力除經懺、濫戒於叢林精神的染污； 

3.定慧熏習，勤修淨業。 

由此不難看出，印光大師對佛教制度改革的基本態度：一方面，對子孫制、經懺及濫戒

等消極現象持嚴正的批評態度，結合時機，去繁擇要，主張嚴格揀擇剃度以挽救近代佛教之

衰敗；另一方面，積極恢復十方叢林教育、修學及弘法的正面文化功能，而其重點尤在修學

制度的恢復和發展上。 

三、思想之互補性及其對近現代佛教的影響 

綜上所述，不難看出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的思想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差異之處，但二者畢

竟都是針對近代佛教的困境而發，其思想背景及根本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二者間的差

異最終只是思考和解決問題的立足點不同而已，不僅不相隔礙，反有互相補助之益。就理論

詮釋層面來看，太虛大師雖注重以法相唯識學來闡揚一切現象發生之原因和本質，但其最終

之目的仍是要人們「信業果報，修十善行」，以因果之原則來指導現前人的具體生活。印光

大師雖注重六道輪迴、生死解脫等因果事實的宣傳，但其目的亦不過是要令人由信而行、由

行而解，終至解行相應而已。綜觀之，離法相唯識則無以明因果之性與理，不足以攝化信少

智多之人；離因果事實則無以發人警覺、促人勵行，不足以補救重理懈行之風，亦不足以攝

化信多智少之人。 

就信仰生活化的層面來說，太虛大師雖側重從組織化和社會化的時代趨勢來強調獻身利

群、服務社會的重要性，但其根本原則仍是六度四攝。不僅要學人向內心用功，亦要學人善

體四攝利他之深意而廣行一切諸善。印光大師雖側重從家庭倫理的基礎性和普遍性來強調敦

倫盡分、閑邪存誠的重要性，但同時又要學人本著諸惡莫作、眾善奉行的宗旨，於他人、社

會及自己之職守做到盡宜盡分。綜觀之，離開獻身利群、服務社會，則無以適應群體倫理生

活日益重要的現實社會趨勢；離開敦倫盡分、閑邪存誠，則無以確立利他之根基及自覺之方

向。 

就修持契機化的層面來說，太虛大師雖主張八宗並弘、綜攝創新，但限於創建的難度及

現實的機緣，傳統諸宗特別是主流之禪淨實際仍是他弘傳的主要方向。禪宗之方法雖偏重唯

心，但其直指之風亦最能體現佛教圓融和智慧的根本特徵。太虛大師曾多次指出禪乃中國佛

教之特質，並說近代佛教之復興關鍵在禪，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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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法實以禪宗為骨子。禪衰而趨乎淨，雖若有江河日下之慨，但中華之佛教如能

復興也，必不在於真言密咒或法相唯識，而仍在乎禪。[註 25] 

 

太虛大師於禪宗之闡述和弘揚，在其思想體系中雖不佔主要之地位，但亦非一般之關注。淨

土之方法雖偏重死後往生，但其易行、安心之特殊功效亦最能契現代人之機。太虛大師雖批

評淨土厭世不厭貪的末流弊端，但也不得不承認淨土確是護持末法行人順行不退的最佳途

徑。有鑑於此，大師一方面極力鼓勵學人發揚菩薩利他之無我精神，認真實行六度四攝以期

儘量改善現前之生活環境，乃至建成現實之人間淨土；另一方面又積極理性地提倡淨土修行，

特別是此界之彌勒淨土。太虛大師之弘揚彌勒淨土，除了個人的因緣喜好及糾正部分學人欣

死厭生的偏頗外，亦還含有開發信仰資源、開拓信仰空間之目的。但其對淨土本旨的深刻理

解及對淨土修學的靈活運用在本質上與印光大師的思想並沒有多少區別，只是教化的側重點

略有不同而已。 

印光大師雖主張諸宗分界、淨土為歸，但同時他亦特別強調佛法淨心之本旨，認為：「心

之本體如一張白紙，心之作用之善惡因果如畫佛、畫地獄，各隨心現。其本體雖同，其造詣

迥異，故曰唯聖罔念作狂，唯狂克念作聖，吾人可不慎於所念所作乎哉？」因此，學人不但

於念佛時要善體心作心是之旨，於日用倫常中亦要秉持心淨土淨之宗。綜觀之，離淨心則失

禪淨之鵠的，離淨土則失順行不退及淨心之方便，二者確實不可偏廢。 

就制度合理化的層面來說，太虛大師雖注重寺產所有權的改革、寺院經濟自養的革新、

叢林育僧和建僧功能的延伸和發展及佛教統一組織的建立和完善，但同時也較注重叢林修持

制度的設想和創建，且在總體上有向後者逐漸傾重的趨勢。從三種革命中的財產革命到〈整

理僧伽制度論〉中工修、農修、商修的自食其力，大師提出了公產、服務等一整套經濟思想。

但由於社會的動亂，又缺乏可依憑的經濟制度，因此無法進行實踐。從〈僧制今論〉到〈建

僧大綱〉，太虛大師改革的重心已轉向了僧教育。針對傳統師徒教育的狹隘和不足，大師承

楊仁山居士之遺風並吸取現代教育的優勢，力創佛學院以培育僧才。〈僧制今論〉、〈建僧

大綱〉乃至〈菩薩學處〉都是以僧教育為建僧、建叢林的基礎，但佛學院式的僧教育又有其

自身的弱點。因此後來，大師一面強調僧教育應以律儀為中心，另一方面又試圖重建如法的

叢林修學制度以便進一步養育僧才。立足於社會現實，印光大師深感教團統一、經濟改革與

僧教育之不易，因此只有因陋就簡、去繁擇要。一方面，極力主張嚴格揀擇出家之剃度，另

一方面，又著力於恢復具嚴格修學制度、以定慧熏習為重心的專宗叢林。這樣，不但可以吸

收、培養和造就合格的僧才，而且還保存了傳統佛教的叢林精神和制度精華。綜觀之，若無

經濟改革、組織建設及僧伽教育的嘗試和努力，則佛教將不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新要求；若不

嚴格揀擇及關注修持實踐，則佛教的整體素質及方法的特質就無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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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的思想雖有一定的差異性，但二者之間亦存在著明顯的互補

性，根本原因就在於印光大師注重改革守成以復興佛教，而太虛大師則注重改革創新以發展

佛教。在某種程度上，甚至可以說，印光大師與太虛大師共同確立了一種以五戒十善為根基、

以淨心利他為宗旨、以淨土往生為方便、以大乘為趣向的佛教發展模式和改革思路。這種模

式和思路不但對近代佛教的改革和復興產生了巨大的現實影響，也對當代海內外佛教的革新

和發展有著積極的借鑑意義。 

 

【註釋】 

[註 1] 陳海量編，《印光大師永思集》（福建莆田廣化寺佛經流通處）第六十三頁。 

[註 2] 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民族出版社，二○○一年三月）參見第六章「法相唯識學的復

興」。 

[註 3] 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中）（宗教文化出版社，二○○○年三月）第一二四五頁。 

[註 4] 《印光法師文鈔》（上），第十七頁。 

[註 5] 《印光法師文鈔》（下），第一六六四頁。 

[註 6] 同 [註 3] ，第一二四六頁。 

[註 7] 同 [註 3] ，第一二四七頁。 

[註 8] 釋印順，《太虛法師年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月）第三十九頁。 

[註 9] 同 [註 8] ，第四十頁。 

[註 10] 釋太虛，《太虛大師選集》（下）（正聞出版社，一九九三年十二月第三版）第二八一頁。 

[註 11] 同 [註 4] ，第一七七頁。 

[註 12] 同 [註 4] ，第二頁。 

[註 13] 同 [註 4] ，第六二八頁。 

[註 14] 同 [註 4] ，第一九六頁。 

[註 15] 同 [註 10] ，第二五三頁。 

[註 16] 同 [註 10] ，第一九八頁。 

[註 17] 同 [註 10] ，第一九九頁。 

[註 18] 同 [註 5] ，第一三八四頁。 

[註 19] 同 [註 4] ，第三六三頁。 

[註 20] 同 [註 3] ，第一二二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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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1] 同 [註 5] ，第一三四二頁。 

[註 22] 同 [註 8] ，第六十一頁。 

[註 23] 同 [註 4] ，第二十三頁。 

[註 24] 同 [註 5] ，第一三二五頁。 

[註 25] 同 [註 8] ，第一一九頁。 


